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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少子化需要什么对策？（2） 
 

改变工作时间过长的现状才是正确选择 
美国·北欧型的解决方案难以在日本实行 

 
筒井 淳也 立命馆大学教授 

  
    

  

〈要点〉 
○克服少子化问题的国家都转变了男性赚钱养家的模式 
○在促进支援工作与育儿兼顾方面，保育成本的负担是难题 
○女性的活跃与男性工作方式的改革要同步推进 

     2015年的合计特殊出生率（即一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数量）为 1.46，与 2005年的历史最低记录1.26相比恢复了0.2个百分点。此外，25岁至 29岁女性的生育率也有所改善，可以说这是最近经济状况好转和加强支援工作与育儿兼顾政策的成果。 然而这个数值与安倍政权提出的，到 2025 年实现出生率 1.8 的目标还相距甚远。而且，与成功恢复出生率的其他国家相比，例如美国 1.86，瑞典1.89，法国1.99（均为2014年数据），也有很大差距。 说起对抗少子化的政策，人们总会关注让兼顾工作与育儿成为可能的保育服务相关政策，比如自民党在参议院的竞选公约中提出了“增加 50万保育名额”，“将保育人员的薪资待遇提高 2%”等目标。当然，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但本文将从更广的视野出发，通过与他国情况的对比，阐明我国目前的课题。  *** *** *** 
 筒井 淳也 （立命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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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瑞典等其他发达国家，出生率低于人口置换率（维持现在人口规模所需的出生率＝2.07）的出生率下降情况出现在1980年左右。这一时期，男性失业率大幅度恶化，各国在 70年代之前建立起的男性赚钱养家模式陷入功能不全，在构建家庭方面出现了困难。 然而，在此之后，各国出生率的动向却出现了分化。美国和瑞典的出生率有所改善，而日本、德国、意大利却未能恢复，进入了出生率极低的阶段。能够解释这种分化的要素之一是“双职工的社会化”。也就是说，利用女性就业弥补了男性就业的不稳定，促进了家庭构建的国家和保存了男性赚钱养家模式的国家之间，情况出现了反差。 日本的女性工作参与率也从 70年代后期以来持续上升。但这种现象可以用持续工作的单身女性有所增加和已婚女性加入临时工劳动市场来解释。女性能够长期就业，并持续获得稳定收入的希望依然很小。 在克服了少子化问题的国家中，女性的持续就业都是有可能的，并且男女间的工资差距也较小。这些国家通过减少结婚、生育而带来的持续就业难问题，从而成功激发了女性就业赚钱的积极效应。而长时期以来，女性的就业都被认为是不利于家庭构成的。图表总结了在获得统计数据的部分国家里，双职工夫妇的比率和合计特殊出生率的比率。尽管没有得到日本与美国的数据，但总的来说，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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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对于女性来说“结婚后就难以继续工作，所以不结婚”的状态转变成了“因为自己能一直工作赚钱，所以可以结婚、生子”的状态。作为男性来说，也不会再寻找婚后就回归家庭的女性，为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生存下去，他们更愿意找有能力赚钱的女性。实际上这种倾向在日本也开始显现，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福田节也的实证研究结果就显示了这种倾向。  *** *** ***  要使女性的经济能力对家庭构建产生积极效果，就必须避免在兼顾工作和育儿中产生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政府提出“对抗少子化的政策就是对兼顾工作·育儿的支援”这个方针也是合理的。然而，这绝不仅仅是实施育儿期政府援助就好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在于成本。保育服务很难实现高效率，技术创新也无法大幅度降低服务成本。而讽刺的是，需要保育服务的全职·高薪职业女性越多，主要由女性从事的保育服务成本就越高。如果不随着职业女性工资的改善将保育工作者的工资一同调高，就会出现保育人员选择其他工作的困境。 保育成本是每个国家都会面对的难题。而各国的解决方法也不尽相同。 美国在保育服务方面基本没有政府支出，女性会迅速回归工作岗位，用夫妻二人工作得来的收入雇保姆。有大量的移民劳动者从事护工工作。由于双职工白领阶层和移民劳动者之间存在工资差距，保育成本得以控制在较低水平，该体系才可能实现。 如果国内外的工资差距较大，那么从市场购买保育服务这个选择就可能实现。二战前的日本也有过这种倾向，但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全体国民的收入水平，因此入户服务的保育工作者市场大幅度缩小了。 通过公共部门解决上述困境的是北欧各国。首先，公共部门提供保育服务，既能将保育人员的工资与市场工资水平挂钩，也能减轻保育费用对家庭经济的负担。其次，与民营部门不同，大量女性在公共部门就业可以缓解因工作中断而导致男女工资差距拉大的压力。这种做法不仅能够大幅度降低育儿成本，还能促进人们休育儿假。因为一般人们都会担心休育儿假会对今后的收入造成不良影响。 也就是说，美国和瑞典等改善了出生率的国家具备了国内外工资差距大，或公共部门的规模足够大等条件。而上述条件日本都不具备。 日本在移民储备和外国劳动力供应量上都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的最低水平，公共部门的就业规模在 OECD中也处于最低水准。而且，公共部门就业总数中的女性比率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育儿服务的扩大和支援工作·育儿兼顾的制度完善都难有进展。 正因为工资差距和公共部门就业这两个要素，在对抗少子化的讨论中都很少被关注，所以重新认识日本所处的不利状况才尤为重要。日本必须在背负沉重枷锁的状态下解决提高出生率的难题。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难题，必须实施大胆的政策干预。  *** *** ***  从上述考察中能得出的对策就是扩充公共部门就业。公共部门就业的竞争压力较小，对于容易经历工作中断的日本及其他所有国家女性来说，都是构建稳定职业规划的魅力之选。尽管如此，但在财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恐怕很难就此达成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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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支援工作·育儿兼顾的正确方法上来，当下最要紧的课题是要改变工作时间过长的现状。阻碍女性持续就业的原因除了匮乏的保育服务以外，还有不合理的职场现状。因为只要女性想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就会被要求像“有妻子的男人”一样拼命干活。 所以需要构建严密无漏洞的系统，来设立工作时间的上限。在同样实现了生育率改善的法国，女性的社会就业与男性工作方式的改革是配套推行的。 不过这个方法也有副作用。政府就工作方式对企业提出条件和限制，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难度。日本在工作时间的限制和支援兼顾工作·育儿义务化的政策实行方面都有避免给各企业增添负担的倾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变“通过企业确保就业”的现状方针，让难以遵守规则（经营方面没有余力）的企业退出市场，取而代之地实施由公共部门保护劳动者的欧洲式方针，也许这样的转型期已经来临。       [译自《日本经济新闻朝刊》2016年 8月 17日 26页，本文经日本经济新闻社同意翻译转载。]   
筒井筒井筒井筒井    淳也淳也淳也淳也  生于 1970年。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专业为家族社会学、计量社会学。   


